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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史的回顾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早期研究

一、 引　　言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 从概念和实质两方面来说都是一门崭新的科学， 它是 ２０
世纪初由西方传入的。 中国传统的金石学， 虽然公认已有千年的历史①， 但是无论是知
识的积累还是方法的传承， 对后来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都影响甚微， 不能作过高的估
价②。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开始的时间， 有种种不同的认识， 比较主要的大致有 １９２１
年说， 是以瑞典学者安特生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Ｊｏｈａｎ Ｇｕｎｎａｒ； １８４７ ～１９６０） 在河南渑池仰韶
村的发掘为标志的； １９２６ 年说， 是以中国第一位考古学家李济 （１８９６ ～１９７９） 在山西
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为标志的； １９２１ 年以前说， 是以西方和日本学者自 １９ 世纪末期起在
中国的广泛调查为标志的③。 这些说法， 都有其一定的道理。 近代中国人文科学的主要
奠基者和组织者， 前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 （１８９６ ～１９５０） 在
１９３０ 年所作 枟考古学新方法枠 的讲演里， 明确指出， “首用新方法的人， 为瑞典人安特
生， 完全用近代西洋考古方法去研究”④， 算是最早明确肯定 １９２１ 年说的权威意见， 后
来这种看法为考古界广泛接受⑤。

但是， 要讲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 不应忘记在公认的正式的考古发掘之前， 有一个
为时不短的田野调查阶段， 其间也包括少数的小规模的发掘。 这一阶段， 可称为中国新石器
时代考古学的前史。 我把这一阶段， 定为 １８９５ ～１９２１年⑥， 主要的标志有下列几个：

（１） 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 （１８７０ ～１９５３） 自 １８９５ 年夏末 （枟马关条约枠 签定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梁启超： 枟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枠， 枟重华月刊枠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 １ 期。 王世民： 枟金石学枠，
枟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
严文明： 枟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简史枠， 枟史前考古论集枠，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 陈星灿：
枟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１８９５ ～１９４９）枠，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７年， ５２ ～６５页。
陈星灿： 枟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１８９５ ～１９４９）枠，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７ 年，
１５ ～２２页。
傅斯年： 枟考古学新方法枠， 枟傅斯年选集枠，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 １８６页。
李济： 枟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枠， 枟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枠 （张光直、 李光谟编）， 文物出版
社， １９９０年。 李济先生认为： “第一次从事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人， 是已经提到的安特生
博士。” 见该书第 ６５页。 夏鼐、 王仲殊： 枟考古学枠， 枟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枠， 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
其实在 １８９５年以前， 仍有零星的发现。 参见陈星灿： 枟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１８９５ ～
１９４９）枠，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７年， ４２、 ４３页。



年） 开始在辽东半岛进行的考古学田野调查。 此后他又于 １９０５、 １９０８ 年两度进入辽东
半岛调查， 将上述三次考察结果， 写成 枟南满洲调查报告枠， 于 １９１０ 年出版。 此外，
他还和其他日本学者一道， 在 ２０ 世纪初叶， 数度考察蒙古草原地区， 发现了赤峰红山
后等史前遗址， 提出了考古遗物的文化属性问题并试图加以探讨。

（２） 田中正太郎等日本考古学者自 １８９６ 年开始在台湾的田野考古活动， 其中主要
是调查， 但也包括个别的发掘工作。 据发掘台北冈山贝丘的鸟居龙藏统计， 至 １９１０ 年
台湾已经发现的遗迹多达 １６９ 处。

（３） ２０ 世纪初叶西方学者的田野考古活动。 如斯坦因 （ Ｓｔｅｉｎ， Ａｕｒｅｌ； １８６２ ～
１９４３）、 斯文赫定 （Ｈｅｄｉｎ， Ｓｖｅｎ Ａｎｄｅｒｓ； １８６５ ～１９５２） 在新疆罗布泊地区调查发现大
量史前石器； 劳佛尔 （Ｌａｕｆｅｒ， Ｂ．） 在西藏及华北地区采集为数不少的古代玉、 石器，
并据之撰成 枟玉器———中国的考古和宗教研究枠 一书； １９１４ ～１９１５ 年爱德加 （Ｅｄｇａｒ，
Ｈ．） 在四川岷江地区的考古调查； 以及安特生及其中国地质调查所的中国同事对华北
地区新石器时代遗物的采集和调查。

（４） １９２１ 年 ６、 ７ 月间安特生、 步达生 （Ｂｌａｃｋ，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１８８４ ～１９３４） 等对奉天
锦西沙锅屯的发掘①。

该阶段的工作， 虽然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线索， 在有的地区还积累了不少的材料，
但是， 在方法上， 多是零星的采集， 少有系统的调查和发掘； 资料的发表又多是外文且
不系统， 少有中国学者参与， 对后来的研究影响不大。

综观 １９２１ 年以后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 以 １９５０ 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 也许
是最合适的选择。 结合田野和室内研究工作， 本文拟把 １９５０ 年以前的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学史分为以下三期： 即 １９２１ ～１９３１ 年为发生期；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７ 年是发展期；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 年是停滞期。 下面围绕中国史前文化的起源问题分别论述之。

二、 中国史前文化从哪里来———仰韶文化发现
所引起的问题 （１９２１ ～１９３１）

　　中国古代文明好像一开始就如传说中的老子一样， 是一个白胡子的老头。 它从哪里
来？ 这个问题其实早就被人注意， 但只是从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后才有了深入探讨的
可能。 在仰韶文化发现之前， 很多学者对发现的古代石器做过推测。 鸟居龙藏分别称蒙
古高原和东北的石器为古代东胡和通古斯族的遗物， 分别用 “蒙古式” 和 “满洲式”
名之， 他认为两者皆非中国的东西， 亦非汉族先民的遗物。 美国学者劳佛尔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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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星灿： 枟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１８９５ ～１９４９）枠，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７ 年，
４２ ～５２、 ８９ ～９０页。 沙锅屯的发掘早于仰韶村， 为什么不把安氏在沙锅屯的发掘作为中国新石
器时代考古学开始的标志， 是一个很有兴味的问题。 我估计主要是因为对沙锅屯的认识在仰韶
村发掘之后， 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 比如文化地理方面的原因， 须知安特生是把仰韶村作为 “中
华远古之文化” （英文名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看待的。 这一看法又得到广泛的接受。



“中国石器时亦见之， 但甚鲜少， 中国从未有石器存集一处， 形色俱备而能使吾人定论
其人其时无金属之助而专恃石器为生者。 或石器工作发达足可供给一地之需要者。 故据
现代所知者言之， 不能谓有中国石器时代。 更从典籍考之， 尤无所谓中国人之石器时代
也”①。 章鸿钊也指出： “往时中国境内， 似亦非无用石器者， 然与其谓为出于中国人之
手， 毋宁谓为出于异族人之手当也。 而此异族人固尝生息长养于中国者， 故仅谓中国之
石器犹可， 谓为今中国人之石器则不可也。”② 他认为汉族自古以来就是金属器的使用
者。 所以， 中国古代文化从哪里来的问题， 就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早期研究的焦点
问题。 也是 １９２１ ～１９３１ 年期间讨论最热烈的问题。

１９２１ 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期间及其后， 又对河南中西部、 陕西、 甘肃、 青海等地
的古代遗址做了范围较大的调查和试掘。 他为什么要到西部去？ 他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中
国史前文化的来源问题。 仰韶文化的发现， 一方面他通过与华北地区已知汉族文化的比
较， 比如仰韶所出陶鬲和周代铜鬲及金文中 “鬲” 字的比较， 肯定仰韶遗存是汉族的
史前文化， 亦即 “早期中国人之文化”， 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假说； 另一方面， 他
又把彩陶与近东和欧洲所出彩陶进行比较， 认为两者存在许多相似之点， “吾人就考古
学上证之， 亦谓此著彩之陶器， 当由西东来非由东西去也。 使他日可证明制陶之术来自
西方， 则其他文化或种族之特性， 亦可由此输入”。 进而认为 “因仰韶遗址之发现使中
国文化西来说又复有希望以事实证明之”③。 虽然安特生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 承认
仰韶文化西来只是一个假说， 但他私心里是相信这假说的， 所以他花费了两年的工夫去
调查甘青地区， 希望把仰韶和近东、 中亚之间的空白填补起来④。

甘青地区的调查， 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安特生的假说。 开始， 他根据华北地区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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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Ｂ．Ｌａｕｆｅｒ， Ｊａｄ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Ｃｈｉｃａｇｏ， １９１２， ｐｐ．５４唱５５．参见
陈星灿： 枟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１８９５ ～１９４９）枠，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７ 年，
１１４、 １１５页。
章鸿钊： 枟石雅枠， 转引自安特生 枟中华远古之文化枠 （地质汇报第五号， １９２３ 年）， ６ 页。
２０世纪初年， 由于传统教育和反抗满清政权的需要， 汉族和非汉族的区分， 往往变成中国人
和非中国人的区分。 比如傅斯年先生就认为宋代以来中国史学的衰落， 乃是因为 “外族政府
最忌真史学发达之故”。 否认元朝和清朝政府是中国和中国人的政府。 参见 枟历史语言研究
所工作之旨趣枠 （枟“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枠 第一本第一分， １９２８年。 此文收入
枟傅斯年选集枠，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在英文中， 中国人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往往指称汉族，
中国又往往指代汉族人居住的地区， 地理概念和种族、 文化的概念纠缠在一起， 在叙述上给
后人造成很多误解。 比如童恩正先生就说， 他从未见过任何 ２０ 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家有 “中
国没有石器时代” 的说法 （参见童恩正： 枟中国考古学三十年 （１９４９ ～１９７９）枠， 枟中国考古
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枠， 台北， １９９７年）。 但是这种种说法在 ２０ 世纪初年是很流行的。 美
国学者劳佛尔、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以及章鸿钊等都持类似的观点。
安特生： 枟中华远古之文化枠， 枟地质汇报枠 第五号， １９２３年， ４４页。
陈星灿： 枟安特生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早期研究枠， 枟华夏考古枠 １９９１年 ４期、 １９９２年 １期。 又见
枟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１８９５ ～１９４９）枠，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７年， １１３ ～１３３页。



器晚期以前遗址的空缺， 甘青地区精美彩陶的发现， 更加信任仰韶文化西来说。 他认为以仰
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史前文化首先在新疆成长起来， 并从西方受到了影响， 其后来到甘青地
区， 并向东发展到黄河中下游。 “由地理环境上之分析， 确示新疆为吾人最后解决仰韶问题
之地也。 因吾人于此可以识别一种蒙古利亚民族 （即黄色人种） 当新石器时代曾受西方文化
之影响， 抑或受西方人种之影响， 生息繁衍， 渐至务农。 文明因而大进， 是为中国历史上文
化之始。 然此种文化之发源地， 非于新疆详加研究， 不能判定”①。 这个未经证实的假说一
出， 即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 主要的理由是代表中国文化特征的鼎、 鬲之属以及援、 戈
等物， 罕见于作为重要孔道的甘青地区； 此外， 甘肃所出彩陶与河南仰韶彩陶也不完全
一致②。 基于这些批评， 安特生对上述假说做了修改： ①他否认了整个中国史前文化都是在
新疆起源的说法， 承认以鬲为代表的文化发源于华北的晋陕豫交界地区； ②肯定彩陶是近东
起源的，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经由新疆、 甘肃导入河南， 与原有文化发生了融合。 尽管某些西
方学者认为随彩陶而来的是土耳其种或者短颅的南印度的日耳曼民族， 但体质人类学的证据
并不支持这种结论③， 所以安特生说： “人种之迁移， 则未敢过问。”④

因为信仰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 在年代学上， 安特生必然相信西方的比中国的早，
甘肃的比河南的早， 所以在他拟定的仰韶文化六期说中， 他把以河南出土彩陶为代表的
仰韶期放在第二期， 认为它晚于以单色陶器为主的齐家期。 其他如马厂、 辛店、 寺洼、
沙井诸期， 他也把他们放在殷商文化之前， 认为代表了一个连续的进化过程， 没有认识
到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

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 虽然受到许多的怀疑， 事实上， 当时既不能证明甘肃的彩陶
早于河南⑤， 更没有在新疆发现可信的早期遗存， 但是由于田野工作的局限性， 人们还
是广泛接受了这个假说⑥。

另一方面， 中国学者特别是中国新成立的学术研究机构， 则试图根据古史提供的线
索， 在考古学上追溯夏商周各个民族文化的来源。 李济代表清华大学与美国福利尔美术
馆的第一次合作， 选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 虽然在发掘报告中他只是说 “因为这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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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Ｇ．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Ａｒｋｅｏｌｏｇｉｓｋａ ｆｙｎｄ Ｉ ｐｒｏｖｉｎｓｅｎ Ｋａｎｓｕ， １９２４， Ymer ４４： ２４唱３５．转引自安特
生： 枟甘肃考古记枠， 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 １９２５年， ３６、 ３７页。
Ｂ．Ｋａｒｌｇｅｒｎ，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摧ｓ ａｒｋｅｏｌｏｇｉｓｋａ ｓｔｕｄｉｅｒ ｉ Ｋｉｎａ，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１９２４，
Ｖｏｌ畅１： １４２唱１５３．转引自安特生： 枟甘肃考古记枠 （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 农商部地质调查
所印行， １９２５年， ３８、 ３９页。
步达生： 枟甘肃史前人种说略枠， 见安特生： 枟甘肃考古记枠 （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 农商部
地质调查所印行， １９２５年， ４８ ～５１页。
安特生： 枟甘肃考古记枠 （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 １９２５年， ４３页。
李济： 枟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枠， 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 １９２７年， ２８、 ２９页。
Ｏ．Ｆｌａｎｋｅ， Ｄｉｅ ｐｒ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ｎ ｆｕｎｄｅ ｉｎ ｎｏｒｄ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 ｄｉｅ ａｌｔｅｓ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ＭＳＯＳ，
ＪＧ ＸＸＩＸ， Ａｂｔ， Ｉ， １９２６， ｐｐ．１０７唱１０８．傅兰克认为安特生的发掘结束了中国文明是绝对土生
土长的教条， 他相信不仅是彩陶， 甚至中国古代文明的许多因素都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 中
国不少学者 （比如章鸿钊先生） 也持这种观点。 参见 枟石雅枠 １９２７年， ３９８、 ３９９页。



现 （指仰韶文化的发现———引者）， 我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兴趣就增加了许多”，
“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①。 没有明说是
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某一个民族的文化， 但把调查和发掘地点选在夏文化传说最盛行的地
区之一———晋南， 不能不说有他特殊的历史方面的考虑。 １９２８ 年， “中央研究院” 历史
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后， 即紧紧抓住殷墟不放， 目的正在于从考古学上认识商文明， 用李
济的话说是 “挖掘出中国的历史”②。 当时不少人认为仰韶文化是华北地区最晚的新石
器时代文化， 它和历史时期最早的遗址———安阳的商文明在时间上是紧接着的。 因此，
研究商文明自然也就是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③。

安阳的发掘， 使从考古学上审视历史时期的中国古代文明与仰韶文化的关系成为可
能， 而 １９３０ 年龙山文化的发现， 和 １９３１ 年安阳后冈仰韶、 龙山、 商文化三叠层的发
掘， 更使从考古学上追踪中国文明的起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④。

三、 二元对立———夷夏东西说在考古学上的投影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７）
１９２９ 年的殷墟第三次发掘， 发现了仰韶文化的一个彩陶片。 李济由此否定了假定

中的仰韶文化与商文化属于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文化的可能性， 承认仰韶文化早于商文
化。 但他经过研究特别指出， “殷商文化之代表于小屯者或者另有一个来源， 仰韶与它
的关系最多不过像那远房的叔侄， 辈分确差， 年龄则甚难确定”⑤。 历史学家徐中舒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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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济： 枟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枠， 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 １９２７年， ２页。
李济： 枟中国文明的开始枠， 枟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李济卷枠， 河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３８１
页。 １９２９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成立之后， 先是发掘燕下都，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又把重点转
移至周秦文化发祥地的关中地区， 挖掘中国历史的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
李济： 枟中国文明的开始枠， 枟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李济卷枠， 河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 ３８８、
３８９页。 傅斯年也说： “考古学上最难定的是绝对的时期。 而殷墟是考古学上最好的标准时期。”
“以殷墟发掘的陶器做标准， 推出其他地方的陶器变更情形， 及其时代关系， 可以断定其时文化是
怎么样。 又用比较的方法， 并可以证明安特生所考据的， 是否有误； 中国向来所传说的， 何处有
误”。 参见傅斯年： 枟考古学新方法枠， 枟傅斯年选集枠，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 １８８页。
陈星灿： 枟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１８９５ ～１９４９）枠，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７ 年，
２１０ ～２２７页。 中国学者的历史情结是举世公认的。 张光直先生认为 “现代科学考古学固然是
由西方的科学家输入的， 而中国本部最早发掘的考古遗址是周口店和仰韶村， 但中国考古学
家自己主持和作大规模、 长期发掘的遗址却是殷墟。 如果中国考古学家在周口店或仰韶或其
他史前遗址最早进行大规模、 长期的发掘的话， 以后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很可能会走相当不
同的道路， 他很可能会从历史学的范围内走出来， 而与自然科学作比较密切的结合” （参见
张光直： 枟中国考古学论文集枠，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１９９５ 年， ５ 页）。 这种观点其实是
值得推敲的， 因为， 即使是 ７０多年后的现在， 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学倾向还是中国考古学的
主流， 并不因挖掘对象的不同而有本质的变化， 这里面确有寻根和民族感情的存在。
李济： 枟小屯与仰韶枠， 枟安阳发掘报告枠 第二册， １９３０年， １３７页。



明确指出， “根据中国史上虞夏民族分布的区域， 断定仰韶为虞夏民族的遗迹”。 他是
不赞成 “虞夏商周一脉相承” 的正统观念的， 所以他又说 “小屯文化既与仰韶文化分
属两个系统， 而且小屯有青铜器及甲骨文字等较仰韶遗物更加复杂， 这样丰长的文化应
当有所承受”。 他相信殷墟 ２００ 多年的历史中， 不可能产生这样丰长的文化， 而无疑是
从别处移植过来的。 究竟从何处而来， 徐中舒肯定地指出， “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
南发展的趋势”。 他的最后结论是， “我以为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去探求， 环渤
海湾一带， 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①。

与这两篇根据考古发现而发表的论文几乎同时， 傅斯年撰写了著名的 枟夷夏东西
说枠， 完全从文献的角度， 论证中国古代东西对峙的文化格局。 他说： “现在以考察古
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 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 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
两个系统。 这两个系统， 因对峙而生争斗， 因争斗而生混合， 因混合而文化进展。 夷与
商属于东系， 夏与周属于西系。”②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认识背景， 所以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 完全可以说是中国史前
文化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 因为它的内涵， 昭示着在中国东部地区， 确实存在
着另一个不同于以彩陶文化为代表的古老文化， 黑色而光亮的蛋壳陶以及白陶鬶等与殷
墟出土物的相近， 尤其是卜骨的存在更使人认识到小屯商文化与龙山文化有密切的关
系。 李济认为， 殷商时代的骨卜习俗， “必具极长期之历史背景。 这种历史的背景在那
中国北部及西部分布极广的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中， 毫无痕迹可寻， 但在城子崖却找
了出来。 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那殷商文化最重要的一个成分， 原始在山东境内”。 李济
如此看重卜骨， 乃是因为他相信在殷墟所代表的中国最早期的历史文化中， 卜骨不仅是
一切精神生活之所系， 而且骨卜的习惯， 对于中国文字的早期演进大约有极大的推动
力。 李济总结说： “有了城子崖的发现， 我们不仅替殷墟文化的来源找到了老家， 对于
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新阶段。”③

１９３１ 年后冈三叠层的发现， 为人们审视龙山文化的地位提供了绝好的视角。 因为，
城子崖发现之初， 只知道这里有一个不同于仰韶文化的黑陶文化， 至于它与仰韶文化和小
屯商文化的年代关系， 则完全不清楚。 虽然龙山黑陶层上有春秋战国间的遗址， 依现在通
行的年代计算， 殷末到春秋初年约有 ４００ 年， 但是这正如梁思永所说， 不能 “作为龙山文
化比小屯文化时代早的证据， 而龙山和仰韶又同是石骨文化， 所以我们也无从决定他们
先后的次序”④。 所以， 后冈三叠层的发现， 的确是解开中国古代文化之谜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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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 枟再论小屯与仰韶枠， 枟安阳发掘报告枠 第三册， １９３１年， ５５６、 ５５７页。
傅斯年： 枟夷夏东西说枠， 枟傅斯年选集枠，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 ２４７页。 这篇文章虽刊
布在 １９３５年， 但据作者附记是成稿于 １９３１年春天。 而据傅先生留学欧洲的手记显示， 这个
想法当更早。 参见王汎森、 杜正胜编： 枟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枠， 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
会， １９９５年， ５５页。 傅先生在 枟城子崖序枠 里也披露 “十多年来一直梦想东方必有异于西
方之古代文化系”， 也可证明此点推断。 参见 枟城子崖枠， 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 １９３４年。
李济： 枟城子崖序枠， 枟城子崖枠， 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 １９３４年。
梁思永： 枟小屯龙山与仰韶枠， 枟梁思永考古论文集枠，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５９年， ９１页。



围绕三叠层的发现， 不少学者展开了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关系的讨论。 梁思永
通过比较， 发现后冈龙山文化层与仰韶村和不招寨出土的遗物， 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安特生没有把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地层区分开的缘故， 但是， 梁
思永根据其正确的类型学辨识， 却得出了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发生过密切关系的结
论。 这种密切关系， 他认为有两种解释： 其一， 仰韶村本是彩陶文化的领土， 被龙山
文化侵入； 其二， 仰韶村本是龙山文化的领土， 被彩陶文化侵入。 他列举了四条理由
支持他的第一种解释， 尽管他也承认已有的证据还不能确定哪一种解释更合乎事实。
这理由之一， 就是在龙山文化没有到达仰韶之前， 仰韶式的彩陶文化已经到达后冈；
彩陶文化在黄河流域分布的中心偏西， 伸展的方向由西向东是已成立的事实， 它的势
力先达仰韶村后到后冈是自然的程序。 另一方面， 也有相当的凭据证明龙山文化在黄
河流域分布的中心偏东， 伸展的方向是由东向西， 它的势力先达后冈， 然后才到仰韶
村。 第二， 仰韶村出土的遗物包含着彩陶文化所有的陶器成分， 而缺少龙山文化最精
彩的部分。 第三， 除陶器外， 其他遗物也有很大区别。 第四， 时代稍早于仰韶期的后
冈彩陶层， 没有龙山文化的器物， 属于仰韶期的西阴村， 也几乎没有龙山文化的遗
物。 他的最后结论是： 仰韶文化自黄河上游向下游发展， 达到河南北部的安阳县高楼
庄和渑池县仰韶村之后， 自黄河下游向上发展的龙山文化才侵入河南北部。 它先到后
冈， 占领了彩陶文化早期就废弃的遗址， 后到仰韶村， 遇到发达已过了最高点的彩陶
文化①。

梁思永对三叠层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关系的讨论， 是在考古学上第一次提出仰韶文化
自西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自东向西发展， 两者的中心分别位于黄河流域的偏西和偏东部
分， 实际上即是说在中国东西部存在着仰韶和龙山二元对立的史前文化。 不难看出， 这
是古史上的夷夏东西说在考古学上的投影。 在这里，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安特生在仰韶村的
发掘导致了地层混乱的可能性， 实际上， 这个认识的获得， 是在刘燿 （尹达， １９０６ ～
１９８３） 完成那篇著名的 枟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枠 之后②。

二元对立的学说， 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弄清中国史前文化的来源问题———实际上也
完全没有回答仰韶文化的来源问题， 更没有解决仰韶文化是否西来的疑问， 但是， 把龙
山文化当成为中国古代文化最紧密的一个源泉， 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中国文化西来
说的一个否定。 二元对立的假说， 因为有古史的背景， 在很长时间内左右了中国新石器
考古研究的方向。 主要的问题， 除了观念上的原因， 仍旧由于发现上的局限性。 要不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 在河南西部发现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确切地层关系， 要不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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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梁思永： 枟小屯龙山与仰韶枠， 枟梁思永考古论文集枠，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５９年， ９１ ～９７页。
刘燿： 枟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论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中的错误枠，
枟中国考古学报枠 第二册， １９４７年。 此文完成于 １９３７年 ７月 ７日的南京， 因为日寇侵略的原
因， 迟至 １９４７年方才出版。 后收入 枟中国新石器时代枠， 并加了副标题。 参见陈星灿： 枟中
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１８９５ ～１９４９）枠，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７年， ２７６ ～３０９页。



部沿海地区发现一系列早于龙山而又不同于中原仰韶文化的遗址， 仰韶和龙山东西二元
对立的假说还要继续存留下去①。

四、 年代学的突破———中国文化起源问题的新认识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９）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使正在蓬勃开展的考古学田野工作陷于停滞。 尽管如此， 这个

时期及以后几年发表的一些著作， 在文化因素的识别上， 有了很大进步， 并因而为已经
发现的史前文化的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

１９３８ 年， 龙山文化的发现者吴金鼎博士 （１９０１ ～１９４８）， 在英国出版了 枟中国
史前陶器枠 一书， 这是第一部研究中国史前各地区陶器的专著。 通过细密的分析，
在肯定安特生关于仰韶村的遗存代表一个文化的基础上， 他认为这个文化经历了很长
的过程。 他提出整个遗址的遗存至少可以分为两个文化期。 而不招寨遗址属于仰韶二
期， 即晚期。 不仅如此， 在他的结论里， 他还特别指出， 不招寨不能划入仰韶文化
中， 因为它的陶器类型与仰韶村的判然有别， 没有什么可以把它们连接起来。 虽然在
年代上他把不招寨划入仰韶二期， 但不认为两者属于一个文化系统。 实际上根据文化
因素的识别， 从类型、 制法等方面， 已经把不招寨纳入龙山文化的系统。 这比前述梁
思永的漫然把以仰韶村为代表的遗迹称为混合文化的做法， 有了很大进步。 为什么吴
金鼎不直接把仰韶村所谓仰韶二期的东西称为龙山文化， 恐怕也是不愿相信安特生把
地层弄混乱了②。

刘燿的做法更进一步。 他首先总结了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发现并归纳出各自的文
化特征， 其次根据这些特征把不招寨从所谓仰韶文化中分离出来， 最后根据仰韶村出土
遗物中有与不招寨相类同者， 再把仰韶村的龙山文化遗存分离出来。 他的结论是： “就
遗物方面分析， 确知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龙山和仰韶两种文化遗存； 其本质各有不同，
其时代各有先后。”③ 至于两种文化的关系， 他认识到 “正与河南北部和河南广武所见
的相同”， 也就是说， 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两个前后堆积的文化， 这当然不能否定东
西二元对立的学说， 不过似乎刘燿对此发生了怀疑， 因为既然豫北和豫西的广大地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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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星灿： 枟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心路历程枠， 枟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
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枠，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 东部和中西部在文化上有不同的渊源和发
展序列， 是最近数十年考古研究的结果， 在认识上要远远超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东西对立
的二元论。 山东地区没有发现彩陶， 是二元对立说的另一个证据， 这一点李济先生曾反复强
调。 参见李济： 枟中国文明的开始枠， 枟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李济卷枠， 河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３８７、 ３８８页。
Ｇ．Ｄ．Ｗｕ，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ｐｏｔｔｅ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３８．参见陈星灿： 枟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
究 （１８９５ ～１９４９）枠，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７年， ２７２ ～２８２页。
刘燿： 枟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论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中的错误枠，
枟中国考古学报枠 第二册， １９４７年， ２７４页。



是仰韶文化在下， 龙山文化在上， 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实就应该仔细考虑了。 尽管依
旧没有脱离二元对立的窠臼， 但基本上否定了仰韶村的遗存是所谓混合文化的结论①。
由此而来的唯一解释， 是安特生的发掘把两种不同的文化遗存弄混乱了。

安特生 １９３７ 年到中国参观了城子崖龙山文化的遗物， 并仔细检查了他在仰韶村和
不招寨的发现。 他认识到仰韶村和不招寨的许多陶器与城子崖下层的出土物相类似， 也
认识到不招寨的器物除了没有彩陶之外和仰韶村所出陶器几乎完全一致； 不招寨的陶器
和石器与小屯商文化的近似关系， 使他改变了不招寨稍早的观点， 第一次承认不招寨稍
晚于仰韶村， 但是由于他相信仰韶村上下各层均出土红、 黑、 灰三种陶器， 并没有把龙
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中划分出来， 实际上仍是把它们当成一个文化单位。 即便是
不招寨， 他也还是把它看成仰韶文化的一部分。 问题的实质， 是他不认为自己的发掘有
问题。 尽管如此， 安特生通过准确的类型学的比较， 得出了非常有价值的结论。 他说：
“我们在仰韶村的发现， 可能只是黑陶的开始阶段， 彩陶衰落之后，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
陶鬶、 骨卜和城墙， 最终形成成熟的龙山文化。”② 这恐怕是最早对东西二元对立发生
怀疑并明确表述龙山文化可能与仰韶文化存在继承关系的意见。 此后的 １９５３ 年， 日
本学者水野清一和关野雄， 根据差不多同样的材料， 明确指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
“前后相继的文化， 不是分布不同的同时文化”③， 算是更准确的表述了。

与此同时， 中外考古学家通过类型学的分析特别是通过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
的发掘， 基本廓清了仰韶文化与齐家文化的关系， 安特生早年建立的甘肃仰韶文化六期
说， 也基本上被否定了。 这是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否定， 也是对文化多元
性和历史发展不平衡性的一个最初最重要的认识。

主要的工作都是通过类型的比较完成的。 比如国外的考古学家孟欣 （Ｍｅｎｇｃｉｎ， Ｏ．）
通过把齐家和不招寨的陶器和欧亚北区晚期新石器时代陶器对比， 认为以前者为代表的
文化不会比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早多少。 巴霍芬 （Ｂａｃｈｈｏｆｅｒ， Ｌ．） 从齐家的安佛拉罐出发，
认为齐家和辛店是一回事。 吴金鼎则完全通过类型和制作技术的比较， 把齐家看成是与
龙山同时的文化。 尹达更肯定地指出， “齐家期是否与仰韶文化同一系统， 正是一尚待
详加研究的问题； 我们不能把他混入仰韶文化系统之中， 更不应于简单机械的比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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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 １９５０年夏鼐先生发掘仰韶村， 仍旧认为是混合文化的遗迹。 参见夏鼐： 枟河南渑池的
史前遗存枠， 枟科学通报枠 １９５１年 ２卷 ９期。
Ｊ．Ｇ．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ＭＦＥＡ， Ｎｏ．１５， １９４３， ｐ．
６３．参见陈星灿： 枟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１８９５ ～１９４９）枠，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７年， ２８７ ～２８９页。
转引自张光直： 枟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扩张枠， 枟中国上古史待定稿枠 第一本， 台北， １９７２
年， ２９１ ～２９２页。 为什么这个问题总是外国人发现？ 大概是因为他们受中国古书影响较少的
缘故。 用傅斯年的话说是 “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 （参见傅氏著： 枟历史语言研究所
工作之旨趣枠， 枟傅斯年选集枠，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１７７ 页。）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
考古学上的东西二元对立说， 确是古史上东西二元对立说的投影。



后， 即以为应早于仰韶期的遗存。 ……因此， 我们在论及仰韶文化时应将齐家坪遗址除
去”①。 裴文中还把齐家陶器与辛店、 寺洼等期相比较， 意识到前者与后者的年代相当，
独立于仰韶文化系统之外。 他还认为齐家坪的主人似为另一个民族， 代表另外一种不同
的文化， 即齐家文化②。

从地层学上寻找问题的也不少。 徐旭生 （１８８８ ～１９７６） 提出 “齐家坪的遗址同仰
韶期的遗址散见各处， 并无地层上下的关系， 不过因为陶器的间接作用， 至于直接的证
据却是没有”③。 类似的意见， 刘燿、 裴文中、 齐家坪报告的撰写者比林阿尔提 （Ｂｙｌｉｎ唱
Ａｌｔｈｉｎ） 都有。 比氏还特别指出， 经过检查发掘记录， 原来安特生声称的没经扰乱过的
齐家文化层中没有发现仰韶陶片， 陶片是在地面采集的说法， 并不可靠。 他在记录里发
现有明确在地面下 １畅５ 米处出土的陶片， 因而认为齐家文化的地层可能是经过扰乱的。

如果说这些都还是从文献上怀疑安特生的说法靠不住的话， 那么夏鼐在阳洼湾的发
掘， 真正揭开了齐家文化与仰韶文化相对年代的秘密。 他在第 ２ 号墓的填土中， 发现了
两片半山类型的彩陶片。 他认为， 彩陶的制造者， 或者是另外一个较早的民族， 或者是
齐家文化的人民， 不过在这墓葬以前较早的某一时期中制造的这些彩陶。 但是通过比
较， 他推断 “若不是较古的仰韶文化的遗物， 便是临近残存的仰韶文化的输入品， 总
之从陶器方面来研究， 齐家陶和仰韶陶是属于两个系统， 我们不能说齐家陶是由仰韶陶
演化而来的， 也不能说仰韶陶是由齐家陶演化而来。 当时的情形似乎是这样的： 齐家文
化抵达陇南的时候， 甘肃仰韶文化的极盛时代已过去了”④。 不仅否定了齐家期的领先地
位， 还毫不迟疑地把它划入另外一个文化系统里。 应该说， 至此， 虽然明确的仰韶文化与
齐家文化的地层学证据还要等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才有结果， 但是通过夏鼐的发掘和其他学
者的类型学分析， 黄河上游史前文化的脉络已经初见端绪， 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也遭到很
大程度的否定。 安特生本人， 也基本放弃了这个观点⑤。 当然， 要究明仰韶文化的来源，
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的事情了⑥。

五、 简短的结语
在这样一篇简略的文字里， 是不可能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早期研究的历史进行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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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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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达： 枟中国新石器时代枠， 枟新石器时代枠 （增订版），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７９
年， ４０页。
陈星灿： 枟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１８９５ ～１９４９）枠，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７ 年，
２９０ ～３０２页。
徐炳昶： 枟陕西最近发现之新石器时代遗址枠， 枟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枠 ７ 卷 ６ 期， １９３６ 年，
２０８页。
夏鼐： 枟齐家期墓葬的发现及其年代之改定枠， 枟中国考古学报枠 第三册， １９４８年， １１７页。
Ｊ．Ｇ．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ＭＦＥＡ， Ｎｏ．１５， １９４３．
严文明： 枟仰韶文化研究枠，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



致分析的。 我们只能就大问题的讨论作非常粗疏的评述。 这个大问题， 就是中国文化的
起源问题， 实际上一直到现在， 它仍旧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主要课题。

总的看来，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虽然起步较晚， 但是起点不低， 在社会动乱、 战
争频仍、 专业人员严重匮乏的情况下， 做出了很大成绩。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主要的考古
工作是由外国学者完成的， 范围从台湾、 香港到青海、 新疆、 黑龙江和整个黄河流域，
几乎涵盖了大部分的中国领土。 虽然零零星星、 缺乏系统， 还不能说奠定了后来中国新
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基础， 但是至少在地理的范围上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可以说初步
揭示出中国史前文化的丰富内涵。 一直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后期， 中国学者才进入这一领
域。 在格局上， 广大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少有涉及， 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诞
生时期的一个特点，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一格局没有变化， 对在考古学上认识中国
古代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七· 七事变” 前的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以 “中央研究院” 历
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为代表的第一代考古学家成长起来， 地方性的考古组织如浙江省立
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等也开始田野考古工作， 相应地， 西方学者的考古活动大
为减少， 日本学者则独占了东北和台湾的广大地区。 这一时期， 虽然田野工作仍旧集中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但是就这一地区来说， 工作的力度显然超过了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水
平。 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发现， 开始扭转前一个时期地区研究的严重倾斜， 但是这个工
作刚开个头， 就被日本人的侵略毁灭了。 其后一直到 １９４９ 年， 由于战争的原因， 仅有
的几十位专业人员， 或伤病死亡， 或抛弃专业， 残存的也经受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
磨， 在队伍建设上使刚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遭受重创。 该阶段的主要田野活动， 集中在
西南和西北部分地区， 规模有限； 原来开展工作较多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则陷于停顿。

由于田野工作有限， 又加传统古史观念的影响， 对中国古代文化起源问题的关注，
远远超出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关注， 除了北方的细石器文化， 差不多所有地区发现的文化
遗存， 都是以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为参照系， 并试图纳入这两个文化的范畴①。 比如，
良渚文化一直是作为龙山文化的一个地方区域出现的。 这在考古发现的初期本不足怪，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这是传统古史影响的结果。 傅斯年的一段话， 很可以说明这一
点。 他说： “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 常常分南北， 或者政治的分裂， 或者由于北方为
外族所统治。 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 到东汉， 长江流域才发达。 到孙吴时，
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 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 政治的演进， 由部落到帝国，
是以河、 济、 淮流域为地盘的。 在这片大地上， 地理的形式只有东西之分， 并无南北之
限。”② 历史学家钱穆说得更明白： “ （中国文化） 沿黄河两岸， 以达于海滨， 我华夏民

３１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早期研究

①

②

长城以北的细石器文化、 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 东海沿岸的龙山文化和长江以南的印纹陶文
化， 是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中期以前对中国史前考古学成就的总结。 北方与细石器文化交接带则
有所谓与仰韶文化的混合文化。 参见尹达： 枟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枠， 枟新石器时
代枠 （增订版），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７９年。 又见安志敏： 枟新石器时代枠， 枟考古
学基础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５８年。
傅斯年： 枟夷夏东西说枠， 枟傅斯年选集枠，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 ２４７页。



族， 自虞夏商周以来， 渐次展扩以及于长江、 辽河、 珠江诸流域， 并及于朝鲜、 日本、
蒙古、 西域、 青海、 西藏、 安南、 暹罗诸境。”① 即便如此， 也还是有一些敏锐的学者，
试图从考古材料上看出另一个与古史上不同的历史来。 前述黄河上游安特生仰韶文化六
期说的破坏及各自独立的文化命名， 可看成是对古代文化多元性的一种比较委婉的表
述。 在理论上， 倒是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 （１８９８ ～１９６８）， 对此有相当准确的
阐发。 他在 １９４８ 年参观了香港舶寮岛 （即南丫岛） 的史前遗迹后， 指出 “早在新石器
时代， 中国南部沿海一带的岛屿上就有人类居住”， 他们是 “一种与中国史前文化不同
的人类”②。 他认为舶寮岛文化， 是南太平洋岛屿文化的一个支脉， 其典型特征如梯形
石锛、 粗石环等， 在北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仰韶文化及龙山文化两系统中均未曾见。 他因
此得出的结论， 是中国南北文化各有其源， 各自发展：

中国学者有这样一种成见， 即中国的文化， 是由北方南播。 照他们的想
法， 中国南部的文化只是北中国文化的尾巴。 即因囿于这种成见， 他们不愿承
认在远古时代， 就有一种与北中国相颉颃的文化乃至人种存在于中国的东南沿
海。 所以直到现在， 芬神父的发现， 尚不为中国学者注意， 就是芬神父自己也
不敢自信他的发现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但是只要有更多的类似舶寮岛的史前文
化在南中国被发现， 成见是慢慢可以被打破的③。
这在当时确实是比较超前的一种认识， 也是从考古发现中总结出来的， 但影响不

大。 这种认识的根本改变， 还是三四十年后的事情④。
来自不同国家的地质学家、 人类学家、 考古学家， 和从西方留学回来的第一代中国

考古学家， 给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⑤。 他们在不断的田野实
践中， 摸索将近代田野考古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于中国的方法。 安阳三叠层的发现， 被
认为是地层学上的一大进步； 而通过器形比较正确地把龙山文化的遗物从仰韶村识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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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转引自张光直： 枟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枠， 枟古今论衡枠 创刊号， １９９９年， ４１页。 张先
生坦承， 他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前对考古材料的解释， 也受到这种传统古史观的左右。 张先生
还在这里特别提出， １９５０年以前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特征是民族主义。
翦伯赞： 枟舶寮岛史前遗迹访问记枠， 枟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枠 （第二辑），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１６２页。
翦伯赞： 枟舶寮岛史前遗迹访问记枠， 枟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枠 （第二辑）， 人民出版社， １８５
页。 关于翦先生在香港的考古活动及思考， 请参看李玉梅： 枟翦伯赞 ４０年代在香港的学术活
动所透视的史学观念枠， 枟史学理论研究枠 １９９９年 ３期。 芬神父即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在香港从事
考古活动的英国神父芬戴礼 （Ｄ．Ｊ．Ｆｉｎｎ）。
严文明： 枟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枠， 枟文物枠 １９８７ 年 ３ 期。 参看陈星灿： 枟中国史
前考古学研究的心路历程枠， 枟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纪念文集枠，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张
忠培： 枟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里程枠， 枟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
道枠，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
李济： 枟安阳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其中的第三章对西方学者的贡献有很高的
评价。



来、 把齐家文化的遗物同仰韶文化区别开来的做法， 也应当视为类型学研究的成功实
践。 而李济、 梁思永、 吴金鼎、 裴文中、 苏秉琦等对器物分类和演变规律的探索， 无疑
为考古类型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综观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早期
研究， 除了历史学的研究倾向之外， 还具有地质学、 人类学和多学科合作的优良传统，
这是直到今天仍旧需要我们发扬光大的①。

（陈星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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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星灿： 枟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１８９５ ～１９４９）枠，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７ 年。
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 在充分吸收从西方传入的当代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 又有不少
进步。 傅斯年先生在殷墟发掘开始后对安特生的批评中说： “安特生的考古方法， 确实是比
中国人 （指金石学家———引者） 有进步， 所得的有趣味的材料， 亦为不少； 但是他的实际工
作甚多可议之点： ａ畅不能利用中国的材料； ｂ畅走马看花， 不能充分的考验； ｃ畅粗心挖掘，
随便毁坏； ｄ畅如掘不得， 即随便购买。” （参见傅斯年： 枟考古学新方法枠， 枟傅斯年选集枠，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 １８８页） 这种种现象， 在后来的考古实践中是逐步得到纠正了。



综合研究的回顾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谱系的研究

人们认识历史， 首先是从在什么时间和地点存在过哪些东西开始的。 但不幸的是，
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相比， 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最大特点也许就是它没有类似后者使
用的王朝纪年那样现成的历史系统， 所以考古学家们不得不动手建造这样一个系统作为
认识历史的开始以及所有深层次研究的出发点。 这就是通常所说新石器文化的分期和编
年体系研究。 自从 １９２１ 年安特生 （Ｊ．Ｇ．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 发现
了第一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以来， 这个任务就摆在所有考古学家的面前了， 并
且虽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直到今天， 仍不能说全部完成了。

一

仰韶村的工作之前不久， 安特生发掘了奉天锦西沙锅屯①， 仰韶村发掘之后， 安氏
及其助手又在郑洛之间进行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 这些活动所得中以彩陶最为瞩
目， 安氏认为它们都属同一个文化系统， 命名为仰韶文化。 进而分析这些文化遗物， 安
氏注意到里面有一定数量的陶鼎、 陶鬲和陶刀、 石刀， 陶器有轮盘制作痕迹， 没有任何
金属器具等。 安氏认为陶鬲显然和周代铜鬲有联系， 陶刀和石刀也和现代华北农民使用
的爪镰相似。 因此他作出两点推测。 其一， 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 其二， 仰韶文
化的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铜石并用时代。 至于仰韶文化的绝对年代， 他比较了西方安
诺 （Ａｎａｕ） 文化的年代， 推测仰韶文化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 ３０００ 年左右②。

仰韶文化的发现， 同时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第一次发现。 从方法论的角度
看， 接下来顺理成章的是应当寻找各地的史前文化和建立它们的文化体系。 但一个更直
接的历史性问题压倒了一切， 即如果仰韶文化是中华之远古文化， 那么它的来源如何？
也许原因就出在当时仰韶文化是中国境内唯一知道的新石器文化， 没有与之可以比较的
近邻， 学者们不得不将其与西方的彩陶文化相比较， 于是有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主张。
安氏在该说的影响下， 推测如果仰韶文化来自西方， 必然在河南以西存在一条传播路
线。 因此他在 １９２３ 年组织了甘肃的考古调查， 把当地史前文化分为六期， 依时间顺序
为齐家期、 仰韶期、 马厂期、 辛店期、 寺洼期和沙井期， 推测其年代自公元前 ３５００ ～
前 １５００ 年， 延续两千年之谱 （表一）③。 从内容上看， 这份分期表中除了齐家期的位置
有问题之外， 安氏的结论并没有太多可指责的地方。 安氏在表中以 “期” 这个时间单

①
②
③

安特生： 枟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层枠， 枟古生物学丁种第一号枠， １９２３年。
安特生： 枟中华远古之文化枠， 枟地质汇报枠 第五号， １９２３年。
安特生： 枟甘肃考古记枠 （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 １９２５年。



位， 反映出他把整个甘肃史前文化视为一个系统， 也是他论证仰韶文化西来说时最方便
的概念工具。 但就当时学界对中国境内史前文化的所知范围而言， 这份分期表也就是对
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第一次架构。

表一　安特生关于甘肃史前文化的分期
齐家期 ３５００ ～３２００Ｂ．Ｃ．
仰韶期 ３２００ ～２９００Ｂ．Ｃ．
马厂期 ２９００ ～２６００Ｂ．Ｃ．
辛店期 ２６００ ～２３００Ｂ．Ｃ．
寺洼期 ２３００ ～２０００Ｂ．Ｃ．
沙井期 ２０００ ～１７００Ｂ．Ｃ．

刚刚进入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就获得一系列重大发现。 １９３０ 年，
前 “中央研究院” 发掘山东历城城子崖遗址， 第一次发现了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
化①。 不久类似遗存也发现于河南、 安徽北部。 １９３５ 年，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内蒙古
赤峰红山后遗址②。 翌年， 卫聚贤在杭州古荡③、 施昕更在余杭良渚进行了发掘④。 这
些发现在客观上一定程度揭示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样性。 但是， 仰韶文化西来说
在一时间内还是研究者的思维定式， 被视为中国本土文化的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
自然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 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研究也就被掩盖在这个题目之下了，
至于距离较远的发现， 甚至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龙山文化发现的意义在于第一次提供了中国范围内可以同仰韶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资

料。 梁思永在河南安阳后冈遗址识别出仰韶、 龙山和殷商文化的 “三叠层”⑤， 固然主要
凭借的是正确的地层学方法， 但对龙山文化面貌的了解， 也起了很大的帮助。 然而尽管三
叠层明确无误地表明仰韶文化在年代上早于龙山文化， 彩陶文化分布在西， 黑陶文化分布
在东的基本格局以及仰韶文化西来说的影响， 使得研究者并没有得出这是新石器时代的两
个发展阶段的结论。 当时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彩陶文化自西向东发展， 先到了河南地区，
黑陶文化从东向西发展， 随后也到了河南， 并且两种文化于当地交汇而形成混合文化⑥。
既然黑陶文化没有像彩陶文化那样的外来之嫌， 它便格外受中国学者的重视。 梁氏仔细比
较了各地发现的黑陶遗存后， 把它们归纳成三个区： 即山东沿海区、 豫北区和杭州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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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 枟城子崖枠， 中国考古学报告集之一， １９３４年。
滨田耕作等： 枟赤峰红山后枠， 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六册， １９３８年 （日文）。
卫聚贤等： 枟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掘报告枠， １９３６年。
施昕更： 枟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枠， 杭州， １９３８年。
梁思永： 枟后冈发掘小记枠， 枟安阳发掘报告枠 第四册， １９３３年。
梁思永： 枟小屯、 龙山与仰韶枠； 枟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枠， 枟梁思永考古论文
集枠，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５９年。



区①。 这些观点代表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前期学界对整个新石器文化体系的基本看法。
尽管有关新石器文化体系的研究淹没在有关仰韶、 龙山文化东西二元对立的论证

中， 但其中亦有积极意义。 研究者将两个文化看作是不同的文化系统， 徐中舒进而提
出， 仰韶文化是虞夏民族的遗迹， 龙山文化则是殷人文化的直接前身②。 徐氏之观点又
与傅斯年名篇 枟夷夏东西说枠③ 的观点相映成趣。 在这些研究中， 将仰韶和龙山视为不
同文化系统的谱系研究思想和对史前文化的历史族属进行考订的研究思想， 均在后来的
新石器时代研究中备受重视。 只是由于仰韶、 龙山二元对立是一个根本错误的结论， 文
化谱系等方面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不得不推迟了几十年。

造成二元说形成和流行的根本原因有两个。 其一， 资料少， 因而研究者视野存在严
重局限性。 其二， 是田野考古技术方面。 安特生早年在考古发掘中运用地层学失误， 没
有区别出仰韶和龙山的不同堆积， 混淆了两种文化遗存④。 面貌单纯的龙山文化遗址和
后冈三叠层的发现， 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线索。 约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期， 尹达⑤、
吴金鼎⑥、 夏鼐⑦等便开始着手对仰韶文化内涵以及仰韶文化与龙山、 齐家等文化的关
系的梳理工作。 但考古资料的丰富还有待时日。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各地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带来了和平环境。 到 ２０ 世纪五六十
年代之交， 考古学家掌握的资料大大丰富起来。 至此， 人们了解到， 仰韶文化可以进一
步划分为半坡和庙底沟两个类型， 并就这两个类型的关系展开争论； 龙山文化是一个分
布地区颇为广泛的文化， 而非过去认为的只局限在中国的东部； 各地的龙山文化都有一
些地方特点， 因此划分为以城子崖和日照两城镇为代表的山东龙山文化， 亦称典型龙山
文化、 以后冈二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和以客省庄二期为代表的陕西龙山文化； 和龙
山文化面貌相近、 年代大致同时的还有黄河上游地区的齐家文化、 江汉地区的青龙泉三
期遗存和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 关于仰韶和龙山两个文化的关系， 由于河南陕县庙底沟
遗址发现的庙底沟二期遗存文化面貌介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 地层上又是叠压在
仰韶文化层之上， 因此断定河南龙山文化自仰韶文化发展变化而来； 在江汉地区， 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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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梁思永： 枟小屯、 龙山与仰韶枠； 枟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枠， 枟梁思永考古论文
集枠，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５９年 。
徐中舒： 枟再论小屯与仰韶枠， 枟安阳发掘报告枠 第三册， １９３１年。
傅斯年： 枟夷夏东西说枠， 枟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枠， 南京， １９３５年。
严文明： 枟纪年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枠， 枟仰韶文化研究枠，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陈
星灿： 枟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１８９５ ～１９４９）枠，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７年。
尹达： 枟中国新石器时代枠， 枟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枠， 枟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
题枠， 枟新石器时代枠，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７９年。
Ｇ．Ｄ．Ｗｕ， Ｐｒｅｈｉｓｏｒｉｃ ｐｏｔｔｅ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３８．
夏鼐： 枟齐家期墓葬的发现及其年代之改订枠， 枟中国考古学报枠 第三期， １９４８年。



岭文化介于当地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 西部的马家窑文化晚于当地仰韶文化， 其本
身再分马家窑、 半山、 马厂三个前后相续的类型， 再以后为齐家文化； 至此， 学术界彻
底摆脱了二元说的影响， 把仰韶和龙山两个文化视为两个时代的遗存， 前者属新石器时
代中期， 正处在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时代； 后者为新石器时代晚期， 已经进入父权制社
会。 此外， 人们还在三峡地区发现了大溪遗存， 在江淮地区发现了青莲岗文化， 将它们
和黄河流域文化比较后， 研究者认为其年代可能介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 或相当
于龙山文化早期； 在山东发现了宁阳堡头墓地 （即大汶口遗址）， 其文化性质可能是早
期的典型龙山文化， 不过也有相反观点认为是晚期典型龙山文化； 在以细石器为特征的
北方地区内， 除了已经知道的红山文化、 昂昂溪类型之外， 还新发现了林西锅撑子山类
型、 河套转龙藏等遗址； 在华南地区发现广东翁源青塘为代表的一批洞穴遗存和南海西
樵山细石器遗址、 广东沿海贝丘遗址等， 它们的年代早于以几何印纹软陶为特征的商周时
期遗存， 其中部分可能早到新石器时代的早期。 最后， 由于陕西大荔沙苑细石器地点的发
现， 提出了探讨华北地区早期新石器的问题①。

用今天的观点看， 这个文化的分期体系显得很粗糙。 但它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田野
考古工作重新开展了不到 １０ 年时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它首次提出将新石器时代划分
为早中晚三期， 其地域范围几乎涉及除了新疆、 西藏、 海南岛和台湾四省之外的整个中
国， 从而第一次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有了整体把握。 这个分期体系为长期困扰新石器研究中
的仰韶、 龙山二元说彻底画上了句号， 意味着学术界开始自觉到把建立和完善文化体系作
为今后研究的主要任务了。 和 ３０ 年代的研究相比， 这个文化分期体系有一个显著特点，
即不再使用前人 “ ××期” 的表述方法， 而是以 “ ××文化” 作为建筑文化体系的基本
单位， 进而在文化内部， 再划分 “类型”， 作为更小的单位。 这一变化的背景是随着各地
考古发现不断增多， 如何根据考古学学科性质界说这些资料， 避免不必要混乱， 就成为一
时间内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了。 夏鼐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②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不过， 这
个分期体系也有一些缺憾， 那就是在许多文化之间的关系上显得犹豫不定， 没有把握。 例
如有关宁阳堡头类型与龙山文化、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 青莲岗文化与良渚文
化等的关系上， 皆不能有明确的结论。 这些迟疑暴露出当时研究方法上的问题。 即人们在
作文化面貌的概括时， 习惯在若干遗址之间或若干遗址的第×期文化之间进行比较。 然而
实际上一个遗址或一个遗址上 Ｘ 期遗存可能是许多地层单位组成的相当长的时段。 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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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小节综述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末至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学术界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认识， 主要
参考了以下文献：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枟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枠，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６１ 年。 安
志敏： 枟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枠， 枟考古通讯枠 １９５６年 ６期； 枟陕西大荔沙苑地区
的石器时代遗存枠， 枟考古学报枠 １９５７年 ３期； 枟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枠， 枟考古通讯枠
１９５９年 １０期； 枟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枠， 枟历史教学枠 １９６０年 ８期。 尹达：
枟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枠， 枟新石器时代枠 （增订版），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７９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枟新石器时代考古教材枠， 铅印本， １９７２年。
夏鼐： 枟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枠， 枟考古枠 １９５９年 ４期。



样一些长时段的资料集合进行比较， 自然很难从中得到比较准确的结论来。
几乎同一个时候， 张光直利用能够搜集到的所有资料， 提出一份体系性颇强的分

期①。 张氏以农业经济发展程度为新石器时代断代的主要标准， 比较中国情况， 将中国
新石器时代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经过绳纹陶、 彩陶、 彩陶黑 （灰） 陶三个风格的变化，
过渡为以各地龙山文化黑陶风格层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并推测在早期之前还有过
一个从中石器时代过渡的初期。 在分别分析了黄河流域、 北疆和淮河秦岭以南地区的史
前文化之后， 张氏认为， 新的文化因素在中原地区出现最早， 逐渐影响到周围地区， 并
带动其文化向新的时代的转变 （表二）。 这是张氏的一个重要结论。 它同样彻底否定中
国文化西来说， 但同时也暗示了黄河流域中心论。 后者毋宁说是受当时资料只有黄河流域者
比较丰富的局限以及传统史学观点的影响所致。 事实上， 时隔不久， 黄河流域中心说也一度
流行在大陆学者之间了。 此外， 张氏采用农业经济进步程度是文化分期断代主要指标的做
法， 显然是受国际上流行的 “农业革命” 理论的影响。 其结果， 张氏在西来说被抛弃之后，
再度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和国外的比较研究找到了一个新的角度。

表二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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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光直： 枟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枠， 枟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枠 第 ３０本， 台北，
１９５９年。



续表

　　 （引自张光直 枟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枠 ， １９５９ 年）

三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中间尽管有 “文化大革命” 的干扰，
新石器时代考古仍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绩， 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 此间最重要的田野考古收获当属于河北武安磁山遗址①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
址②的发现， 连同已经知道的陕西境内华县老官台遗存③， 学术界第一次在比较大范围
里了解到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以前的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讨论， 这些发现的命名逐渐统一
为磁山文化、 裴李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 并且， 人们一般认为它们是仰韶文化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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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 枟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枠， 枟考古学报枠 １９８１年 ３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南一队： 枟１９７９ 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枠， 枟考古学报枠 １９８４ 年 １
期。
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 枟华县、 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枠， 枟考古学报枠
１９８０年 ３期。



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①。 此外， 江西万年仙人洞②、 浙江余姚河姆渡③、 嘉兴马家
浜④和桐乡罗家角⑤等遗存的发现也同样填补了长江下游早期新石器文化的空白。 而辽
宁沈阳新乐⑥和长海县小珠山遗址下文化层⑦也被视为东北地区的同时期遗存。 至于已
知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的资料， 此间也得到大大充实。 大量的考古发现越来越清楚地
呈现出一个基本事实， 即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多源起源和多元发展， 而对这个事实的理论
总结概括， 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２）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１４Ｃ 测年数据的公布， 彻底改变了新石器文化只有相对年
代研究， 没有绝对年代的研究状况。 这一新的测年方法帮助考古学家重新检讨已有的分
期认识， 例如由于缺乏和黄河流域文化直接对比的资料， 过去曾将青莲岗文化的年代估
计得偏晚， 而根据１４Ｃ 年代数据， 它约相当于仰韶文化。 但１４ Ｃ 技术的革命性意义远不
止如此， 它所给出的史前史年表使人们对文化的时间跨度、 演变速率等根本性问题有了
全新认识， 并在中国新石器文化是从黄河流域起源和向四周扩散的， 还是多起源的这样
一些问题上， 给人以历史观性的启发 （表三）⑧。

（３） 为了克服以遗址为单位做比较所带来的弊端， 一些学者在较早时期就开始认
真考虑了分析方法。 他们的做法是从地层关系出发， 以墓葬、 灰坑、 房子等可以在发掘
现场把握住的最小地层单位———也是时间单位为比较研究的基本单位。 运用这一方法，
首先对典型遗址进行分析， 然后逐步扩大范围至整个文化乃至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⑨。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仰韶文化资料最为丰富， 然其文化内的分期和地方类型划分问题也
显得最为复杂， 自然成为首先关注的焦点。 张忠培、 严文明潜心研究 ２０ 余年， 陆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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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有关这些早期文化， 曾掀起一阵讨论热潮， 著述亦甚丰， 兹仅举两篇论文为代表。 严文明：
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新发现枠， 枟考古枠 １９７９ 年 １ 期。 安志敏： 枟裴李岗、 磁山
和仰韶枠， 枟考古枠 １９７９年 ４期。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枟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枠， 枟考古学报枠 １９６３年 １期。
浙江省文管会等： 枟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枠， 枟考古学报枠 １９７８年 １期。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枟浙江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枠， 枟考古枠 １９６１年 ７期。
罗家角考古队： 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枠， 枟浙江文物考古所学刊枠，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枟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枠， 枟考古学报枠 １９７８年 ４期。
辽宁省博物馆等： 枟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枠， 枟考古学报枠 １９８１年 １期。
夏鼐： 枟碳唱１４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枠， 枟考古枠 １９７７年 ４期。 安志敏： 枟略论中国新石
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枠， 枟考古枠 １９７２ 年 ６ 期； 枟碳唱１４ 断代和中国新石器时代枠， 枟考古枠
１９８４年 ３期。 佟柱臣： 枟新的发现、 新的年代测定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提出的新问题枠，
枟社会科学战线枠 １９７９年 １期。
这个方法的最初运用见苏秉琦等： 枟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枠， 枟考古通讯枠 １９５６
年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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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典型遗址进行了分析①。 在此基础上， 严氏将仰韶文化概括为早晚两大阶段， 各分
两期， 每期之内再依据各地区文化特点， 划分出若干地方类型②。 严氏的这项研究不仅
提出了整个文化的分期标准， 还以清晰的层次感揭示了仰韶文化的结构及其在发展过程
中的运动变化情况， 而这些现象皆成为进一步探讨仰韶社会的线索。 山东是仰韶文化之
外考古工作最丰富的地区， 自 １９５９ 年发掘大汶口遗址并提出堡头类型以来， 相关资料
迅速增加。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学术界已经确认这类遗存年代上早于龙山文化， 重新命名
为大汶口文化。 该遗址的发掘报告③在苏秉琦指导下完成出版后， 学术界立即就山东地
区新石器文化的分期编年展开讨论， 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取得重要成果④。

以上黄河中下游地区不仅是考古发现最丰富、 各时段资料最完备的地区， 也是在当
时研究得最深入的地区。 其研究方法为全国其他地区进行同类研究工作提供了示范， 其
文化分期的成果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比较的标准， 从而带动了各地区文化体系研究工作
的开展。 限于篇幅， 本文不再逐个地区地回顾了。

四

各地文化分期研究的深入， 为更大地域范围乃至全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再次整合研
究创造了条件。 在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３０ 周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动员全体
力量编写的 枟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枠⑤ 中， 分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东南沿海和西
南地区、 北方地区四个章节， 每一章节中再尽量分小地区和依各考古学文化的源流关系
总述了当时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和研究状况。 安志敏在一篇文章中也采用了大致相同
的资料组织综述办法 （表四）⑥。 资料的组织方法固然是一种写作技巧， 但组织原则也
反映了作者对资料的理解。 表四反映了当时所知各地新石器文化的客观情况以及学界对

７２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谱系的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忠培、 严文明： 枟三里桥仰韶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枠， 枟考古枠 １９６４ 年 ４ 期。 张忠培：
枟试论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枠， 枟考古枠 １９７９ 年 １ 期。 严文明： 枟从王湾看仰韶
村枠， 枟西阴村史前遗存分析枠， 枟试论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分期枠， 枟半坡仰韶文化的分期与类
型问题枠， 枟北首岭史前遗存剖析枠， 见 枟仰韶文化研究枠，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
严文明： 枟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枠， 枟仰韶文化研究枠，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 枟大汶口枠，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７４年。
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分期研究著述甚丰， 仅择其要者。 山东省博物馆： 枟谈谈大汶口文化枠，
枟文物枠 １９７８年 ４期。 高广仁： 枟试论大汶口文化的分期枠， 枟考古学报枠 １９７８ 年 ４ 期。 严文
明： 枟论青莲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关系枠， 枟文物集刊枠 １９８０ 年 １ 期。 吴汝祚： 枟论大汶口
文化的类型与分期枠， 枟考古学报枠 １９８２年 ３期。 黎家芳等： 枟典型龙山文化的来源、 发展及
社会性质初探枠， 枟文物枠 １９７９年 １１期。 吴秉楠等： 枟对姚官庄与青崮堆两类遗存的分析枠，
枟考古枠 １９７８年 ６期。 伍人： 枟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及相关问题枠， 枟文物枠 １９８２ 年
１０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枟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枠，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４年。
安志敏： 枟三十年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枠， 枟考古枠 １９７９年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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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的具体认识， 但显然缺少某种总体性的或根本性的把握。 不过， 我们在几乎同
一时期苏秉琦发表的一篇论文①中看到这种根本性的东西。

在这篇论文中， 苏氏将已经公布的考古资料概括为六个大的文化区。 六大区是：
①陕豫晋及邻境地区； ②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 ③湖北和近邻地区； ④长江下游地
区； ⑤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 ⑥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 每
个大区内可以进一步划分出若干区域类型， 而它们还可以概括成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的
两大部分： 自长江中游向西、 向北是面向内陆部分； 向东、 向南是面向海洋部分。

苏氏的研究结论或许有可以讨论的地方。 但苏氏研究思想中， 有一点特别值得注
意。 即他的文化分区不仅注意到诸如自然环境条件对人类文化影响等因素， 而是特别强
调了一个大区以及大区之内各小区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谱系关系。 或者说， 苏氏的分区
主要是依据这种谱系关系进行的。 这样， 在苏氏的编年表中， 各考古学文化不再仅仅是
一定时空范围的充填物， 而是谱系过程中的一个段落。 苏氏对谱系的理解也非机械， 而
是认为这种谱系有主有次， 有粗的也有细的， 有分支也有合流， 整个史前中国， 就是由
许多大大小小的文化谱系过程交织起来的。 苏氏的分区是针对新石器时代进行的， 不
过， 他也指出各区文化与当地旧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的联系， 从而给予每文化区在一个
相当长历史时段中的位置， 尤其是它们各自在社会进入文明的过程中的历史贡献和地
位。 这样， 苏氏的研究在理论上， 自然引向一个基本的历史观， 即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多
元论和古代文明的多中心论， 在方法论上， 他所构建的文化体系不仅为史前史研究提供
了时空的基础， 还为人们理解史前史提出一个新视角， 即一种历史发展脉络的视角。

苏氏的这个思想由来已久。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有关仰韶、 龙山两大文化系统及其它们
的族属的讨论其实反映着中国学者对解决一个长久以来魂牵梦绕在头脑里的根本问题的

渴望， 那就是多民族的、 统一的国家形成问题。 苏氏本人则通过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陕西宝
鸡斗鸡台墓地随葬陶鬲的演变谱系的识别梳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对仰韶文化半坡和庙底
沟两个类型关系的分析以及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为止对各地古代文化谱系的个案考察，
最终发展成一个从考古学角度解决这一问题的整体性方法， 而且把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
时段从青铜时代进一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②。 正是由于苏氏学说找到了把从西方引进的
考古学同中国史学传统有机联系起来的结合点， 文化谱系角度的整理遂成为以后有关文
化体系研究中越来越不可或缺的内容了。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化体系的整合研究毕竟是在各地田野考古资料积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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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苏秉琦等： 枟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枠， 枟文物枠 １９８１年 ５期。
苏秉琦关于文化谱系研究的主要论著收录在 枟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枠，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 枟华人· 龙的传人· 中国人枠， 辽宁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有关苏氏这一学术路程的经
过， 参见俞伟超、 张忠培： 枟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 编后记枠。 赵辉： 枟关于考古学类型学
的若干思考枠， 枟考古学研究枠 第一辑， １９９２ 年。 苏秉琦本人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历程也有总
结， 见苏秉琦： 枟华人· 龙的传人· 中国人枠； 枟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枠， 商务印书馆 （香港），
１９９７年。




